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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草原土壤相对湿度对猪毛蒿表型可塑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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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猪毛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为菊科蒿属草本植物，是一种适应性较强的广幅种。 研究荒漠草原不同土壤相对湿度条件下

猪毛蒿的表型可塑性，对认识异质生境下猪毛蒿的生存适应策略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结果表明：株高、茎粗、根长、根重和

单株生物量均表现出随土壤相对湿度的增大而增加的趋势，对异质生境具有较强的可塑性，而根冠比则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
植株不同部位生物量大小排序为：上部＜中部＜下部，且植株下部显著大于上部生物量（Ｐ＜０．０５）。 土壤相对湿度＞４０％生境下的

头状花序数量和重量显著高于土壤相对湿度＜３０％和 ３０％—４０％生境。 繁殖器官绝对投入量（ ｌｇ Ｒ）随着个体大小（ ｌｇ Ｖ）的增大

呈极显著的增加（Ｐ＜０．００１），繁殖阈值介于 １．８６８—２．００６ ｇ。 随着土壤相对湿度的增加，繁殖分配比例极显著增大（Ｐ＜０．００１）。
营养器官和繁殖器官生物量、头状花序重量和数量、地下生物量和地上生物量均呈极显著线性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０１），存在正

向权衡。 单个头状花序重量并不随个体大小和头状花序数量的增加而发生显著变化（Ｐ＞０．０５），且在不同土壤相对湿度和不同

部位间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由此可见，猪毛蒿在异质生境下产生的可塑性是其生存繁殖的重要反应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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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表型可塑性被定义为同一个基因型植物响应并适应不同生境而改变形态、生理和行为等现象或能力

的特性［１］，也可以是一个基因型在环境作用下能表达的表型范围［２］，是植物对环境条件或刺激作出的重要反

应和方式［３⁃４］。 凭借表型可塑性，植物可以获取更多资源，占据广阔的地理范围和多样化的生境，使其具有更

宽的生态幅和更好的耐受性，从而成为生态位理论中的广幅种［５］。 一般来说，具有较大可塑性的植株，能更

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６］。 植物对环境的响应性是反映植物对环境适应过程中内部与外部不同功能之间的权

衡，是植物在特定环境下生存适应策略的重要表现［７］，因此，研究植物表型可塑性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８］。
加之由于植物分布广、易生长繁殖，而且植物的表型可塑性指标测量简单易行，可明显地呈现出环境对其生长

和发育的影响［９］，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１０］。 在近 ３０ 年中对不同植物可塑性研究的数量呈指

数增长［１１］。
在自然条件下，植物生长繁殖所处的环境条件和所需资源往往呈现出异质性分布［１２］，普遍存在的自然生

境异质性使得植物获取资源的难度大大增加［１３］，严重影响其生长、繁殖和扩散［１０］。 而环境差异造成植物的

生长分异是植物生长可塑性的基础表现［１４］，作为植物在选择压力下所形成的一种有效获取必需资源的生态

适应对策［１５］。 因此植物表型可塑性与其环境异质性密不可分［１６］。 荒漠草原年降水量少，水分是影响该地区

植物存活、生长和繁殖的关键性限制因子之一［１７］。 由于受地形地貌的影响，小尺度范围内的土壤含水量也会

发生较明显的变化。 但目前，在荒漠草原开展关于水分条件对植物表型可塑性影响的相关研究尚少。
表型可塑性是植物普遍存在的现象［１４，１８］，目前，已在陆生植物的多个类群中开展了相关研究［１０］，但大多

集中在入侵物种，而对于非入侵物种的研究较少［５］。 猪毛蒿是一种广泛分布的物种，在我国新疆、宁夏、云南

等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局部地区往往可形成单一优势种群和次生演替的先锋物种。 此外，由于猪毛蒿种群

生长环境的差异性，种群的维持和更新与其自身形态可塑性关系密切，对不同土壤相对湿度条件下猪毛蒿表

型可塑性研究，有助于认识猪毛蒿的生态适应性，以提高对该物种的预警和控制能力。 目前，关于猪毛蒿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群落演替、化学成分、化感作用等方面［１９］，对荒漠草原异质生境下猪毛蒿表型可塑性的相关研

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猪毛蒿生物量及其不同器官分配格局，试图回答以下问题：（１）在
荒漠草原，不同土壤相对湿度条件下猪毛蒿是否具有表型可塑性？ （２）猪毛蒿具有什么样的繁殖适应策略？
以期为荒漠草原的恢复及管理提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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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区处于宁夏中部干旱带的荒漠草原，地貌为鄂尔多斯缓坡起伏高原。 气候特点为干旱少雨，蒸发

量大，冬春两季风大沙多，属典型的中温带大陆性气候。 近 ５０ 年平均气温为 ８．４６℃，年降水量为 ２７６．３ ｍｍ，
年日照时数为 ２８６２．６ ｈ。 该区域植被主要受水分因素限制［２０］，表现出物种多样性较低、群落结构简单、沙生

特征明显。 地下水资源匮乏。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由于人类活动加剧，土地沙化面积仍不断扩大。
１．２　 研究材料与方法

猪毛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为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蒿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植物，广布于欧、亚大陆温带至亚热带地

区，局部地区构成植物群落的优势种。 由于控制实验条件下的研究背景不包括所有潜在的环境选择力，与植

物生境的真实情况有很大差距［２１⁃２２］，而自然环境包括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和同时、异时的交互作用，因此，最
好评价自然条件下种群中的可塑性及其结果对环境因子和表型可塑响应的复杂性［２３⁃２４］。 本研究在宁夏中部

荒漠草原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选取 ３９ 个典型的猪毛蒿群落样地（图 １）。

图 １　 猪毛蒿采集样地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

所有的猪毛蒿植株样本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４—８ 日进行采集，先用 ＧＰＳ 定位并记录采样点的经纬度和海拔

信息，然后在每个样地设置 ５ 个样方，样方间的距离大于 １０ ｍ。 取样前 １ 个月内无＞５ ｍｍ 单次降雨且近 ７ ｄ
内无降雨事件发生。 采用便携式土壤水分测量仪（Ｅｎｇｌａｎｄ，ＭＬ３）对 ０—５ ｃｍ、５—１０ ｃｍ 和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土

壤水分进行测量；土壤硬度采用数显式土壤紧实度仪（ＵＳＡ，ＳＣ⁃９００）进行测量；盖度测量选择常用的目测估算

法；密度为实际测量值。 每个样地随机选取生长健康、没有人为干扰和病虫害影响的猪毛蒿 ５ 株，用卷尺测量

地上部分高度和冠幅后，挖取整株，根部清理干净分株装于信封袋带回实验室。 室内测量猪毛蒿植株特征前，
去除杂草、小石块等杂质，把植株分为头状花序、根、茎和叶等部分，分别装入信封并置于 ６５℃烘箱中烘干４８ ｈ
至恒重，然后用万分之一电子天平进行称重。
１．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０—２０ ｃｍ 土层土壤含水量为 ０—５ ｃｍ、５—１０ ｃｍ 和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土壤含水量的加权平均值。 采用 ０—
２０ ｃｍ 土层土壤含水量与田间持水量（风沙土田间持水量实测值为 ２３．９％，灰钙土为 ２９．３％，风化基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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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的百分比，即土壤相对湿度［２５］ 进行统计分析，划分出 ３ 个等级：＜３０％、３０％—４０％和＞４０％，所对应样

方数量分别为 ８７、７７ 和 ２６ 个。
对个体大小应该用营养器官生物量还是地上部分总生物量来衡量并不统一，本研究中猪毛蒿个体大小以

地上部分生物量干重为准［２６］；繁殖器官大小以头状花序干重为准；营养器官是根、茎和叶的干重之和；株高为

主茎最上端与地面间的自然高度；冠幅为东西向长度和南北向长度的乘积；繁殖分配为繁殖器官干重占植物

个体总生物量干重的百分比。 在位置效应分析中，将植株按株高平均分为上部、中部和下部［２７］，分别统计单

株猪毛蒿各部位的生物量、繁殖体数量、繁殖体重量，并计算单个繁殖体重量，单个繁殖体重量为单株繁殖体

重量与单株繁殖体数量的比值。 采用经典的异速方程： Ｙ ＝ β ｘα 进行异速增长关系分析，个体大小（Ｖ）与繁殖

器官（Ｒ）的数据进行对数转换以去除变量偏差对回归系数的影响，然后进行统计分析相关性［２８］。 根冠比为

地下生物量和地上生物量的比值［１４］。
可塑性的表达方式有很多，最基本的一种是计算不同环境下特征平均值的差异，目前很多常用的公式衍

生于此［２３］。 还可直接用方差分析得出的环境因子导致的特征变异程度评价可塑性［２９］，本研究采用两者结合

的方法进行分析。
所有数据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和 ＳＰＳＳ ２１． ０ 软件中进行统计、计算和制图，采取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和最小显著差异法（ＬＳＤ）分析不同生境各特性、猪毛蒿株高、茎粗、根长、根重以及各生物量等方面

的差异。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猪毛蒿生长和生物量特征

从图 ２ 中可以看出，当土壤相对湿度＞４０％时，猪毛蒿的株高（４２．５１ ｃｍ）极显著高于其他两种土壤相对湿

度生境，且土壤相对湿度＜３０％的株高（２２．８４ ｃｍ）又极显著低于 ３０％—４０％的土壤相对湿度生境（２７．８８ ｃｍ）
（Ｐ＜０．００１）。 土壤相对湿度＞４０％的猪毛蒿平均茎粗为 ４．４４ ｍｍ，极显著大于其他两种土壤相对湿度生境（Ｐ＜
０．００１），而土壤相对湿度＜３０％的茎粗（２．５０ ｍｍ）和 ３０％—４０％（２．９９ ｍｍ）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根长方

面，３０％—４０％的土壤相对湿度生境和＞４０％、＜３０％生境间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但＞４０％生境下的平均根

长（１８．３４ ｃｍ）显著高于＜３０％生境（１４．２７ ｃｍ）（Ｐ＜０．０５）。 不同土壤相对湿度生境下根重间的差异和茎粗的

情况一样，土壤相对湿度＞４０％生境下（１．８８ ｇ）极显著大于＜３０％（０．３１ ｇ）和 ３０％—４０％（０．５３ ｇ）生境（Ｐ＜
０．００１），而＜３０％和 ３０％—４０％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从单株生物量来看，土壤相对湿度＞４０％生境下

（１７．６１ ｇ）远高于＜３０％（２．１０ ｇ）和 ３０—４０％（４．２７ ｇ）土壤相对湿度生境，达到了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０１）。 但对

根冠比的分析发现，土壤相对湿度＜３０％、３０％—４０％和＞４０％生境下的平均值分别为 ０．１８９、０．１８５ 和 ０．１５２，随
着土壤相对湿度的增大而呈减小的趋势，但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２．２　 位置效应

不同土壤相对湿度生境下猪毛蒿的地上生物量、头状花序数量和重量、单个头状花序重量的比较结果见

图 ３。 可以看出，土壤相对湿度＞４０％生境下单株地上生物量、单株头状花序数量和重量均显著大于＜３０％和

３０％—４０％生境（Ｐ＜０．０５），而土壤相对湿度＜３０％和 ３０％—４０％生境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不同土壤相对湿度生境下，猪毛蒿不同部位生物量大小排序为：上部＜中部＜下部，且下部显著大于上部

（Ｐ＜０．０５），除＜３０％生境下中部生物量与上部和下部间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其他两种土壤相对湿度生境下

中部与上部和下部间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从头状花序数量来看，土壤相对湿度 ３０％—４０％和＞４０％生境猪毛蒿上部、中部和下部头状花序平均数量

分别为 ３５２．９０、９３４．８１、１４４１．００ 个和 ２１１７．４２、５４０８．２５、４６６５．３８ 个，但同一土壤相对湿度生境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３０％生境下上部、中部和下部头状花序平均数量分别为 ３０２．４３ 个、４２６．５４ 个和 ５３０．４５ 个，下部数量显

著多于上部（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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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土壤相对湿度下猪毛蒿的生长和生物量特征

Ｆｉｇ．２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不同土壤相对湿度间差异显著。 图中符号“×”表示平均值

从头状花序重量来看，＜３０％生境下上部、中部和下部分别为 ０．２４ ｇ、０．３２ ｇ、０．４２ ｇ，下部的头状花序重量

显著高于上部（Ｐ＜０．０５），中部和上部、下部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３０％—４０％生境猪毛蒿上部、中部和下部

分别为 ０．２８ ｇ、０．７１ ｇ、０．９０ ｇ，＞４０％生境下分别为 １．１０ ｇ、３．０５ ｇ、２．９７ ｇ，这两种生境下中部头状花序重量显著

高于上部（Ｐ＜０．０５），而下部则与上部和中部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土壤相对湿度＜３０％生境下上部、中部和下部单个头状花序重量分别为 ８．５×１０－４、８．２×１０－４、８．１×１０－４ ｇ，

３０％—４０％和＞４０％生境下上部、中部和下部分别为 ８．０×１０－４、７．８×１０－４、７．６×１０－４ ｇ 和 ７．８×１０－４、７．２×１０－４、６．９×
１０－４ ｇ，均表现为上部＞中部＞下部。 猪毛蒿不同部位的单个头状花序重量间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２．３　 不同土壤相对湿度下猪毛蒿繁殖器官绝对投入量

异速生长描述的是非线性数量关系，通常以幂函数形式表示［３０⁃３１］： Ｙ ＝ β ｘα 。 其中，Ｙ 为繁殖器官生物量，
Ｘ 为植物的个体大小， β 和 α 是常数。 通过对繁殖器官生物量与个体大小进行对数转换后，分析两者间的异

速增长关系。 不同土壤相对湿度生境下猪毛蒿的繁殖器官绝对投入量（ ｌｇ Ｒ）随着个体大小（ ｌｇ Ｖ）的增大而

增加（图 ４），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０１）。 根据繁殖阈值的概念，当 ｙ 轴为 ０ 时，土壤相对湿度＜３０％、
３０％—４０％和＞４０％生境下 ｘ 轴的截距（图 ４ 中虚线）分别为 ０．２７２、０．２９８ 和 ０．３０２，所应对繁殖阈值的个体大

小分别为 １．８６８、１．９８７ 和 ２．００６ ｇ。
２．４　 不同土壤相对湿度下的猪毛蒿繁殖分配

猪毛蒿的平均繁殖分配在土壤相对湿度＜３０％、３０％—４０％和＞４０％３ 种生境下分别为 ０．２５９、０．３４５ 和

０．４８４，呈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０１）。 ３ 种土壤相对湿度生境下猪毛蒿个体大小和繁殖分配间达到了极显著正相

关水平（Ｒ２ ＝ ０．２５４，Ｐ＜０．０１），但只有在土壤相对湿度为 ３０％—４０％时，两者间呈显著正相关水平（Ｒ２ ＝ ０．０７５５，
Ｐ＜０．０５），而在＜３０％和＞４０％生境下未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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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生境下的猪毛蒿个体大小和繁殖器官格局特征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ｂｏｄｙ ｏｆ 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ｉ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表示不同土壤相对湿度间差异显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土壤相对湿度不同部位间差异显著

图 ４　 不同土壤相对湿度下猪毛蒿繁殖器官生物量（ ｌｇ Ｒ）和个体大小（ ｌｇ Ｖ）的相关性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ｌｇ Ｖ）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ｌｇ Ｒ） ｏｆ 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ｉ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２．５　 猪毛蒿生物量间的相关关系

猪毛蒿的平均营养器官生物量在土壤相对湿度＜３０％、３０％—４０％和＞４０％３ 种生境下分别为 １．２８７ ｇ、
１．５４６ ｇ和 １８．８０１ ｇ，而对应的繁殖器官生物量分别为 １．０７８ ｇ、１．２５１ ｇ 和 １５．５０５ ｇ。 ３ 种土壤相对湿度生境下

营养器官和繁殖器官生物量间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０１）（图 ６）。 整体分析，荒漠草原猪毛蒿的繁殖

器官和营养器官生物量间呈线性正相关关系（Ｒ２ ＝ ０．９４４９，Ｐ＜０．００１），说明猪毛蒿的繁殖器官和营养器官生物

量间存在正向权衡。
不同土壤相对湿度生境下猪毛蒿的头状花序数量分布在 １０７—１０８８４１ 个，单株头状花序重量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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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土壤相对湿度下猪毛蒿植株个体大小与繁殖分配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ｉ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图 ６　 猪毛蒿各组生物量之间的线性回归关系

Ｆｉｇ．６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ｃｈ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ｄａｔａ ｏｆ 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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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６９—７１．２５３６ ｇ。 其中，＜３０％生境下单株猪毛蒿的头状花序平均个数仅为 １３８８．０１，平均头状花序重量也

仅为 １．０８ ｇ；３０％—４０％生境下单株猪毛蒿头状花序为 １６６６．４０ 个，重量平均为 １．２６ ｇ；而＞４０％生境下猪毛蒿

的单株头状花序个数高达 ２４２６７．００，头状花序平均重 １５．５０ ｇ。 综合分析得出，荒漠草原猪毛蒿的头状花序重

量和数量间呈极显著线性正相关关系（Ｒ２ ＝ ０．９７１７，Ｐ＜０．００１），说明猪毛蒿的繁殖体数量和质量间也存在着正

向权衡。
土壤相对湿度＜３０％生境下单株猪毛蒿平均地上生物量为 ２．０１ ｇ，平均地下生物量为 ０．３６ ｇ；３０％—４０％

生境下单株猪毛蒿平均地上生物量为 ２．４１ ｇ，平均地下生物量则为 ０．３９ ｇ；而＞４０％生境下平均地上生物量为

３０．７９ ｇ，平均地下生物量为 ３．５１ ｇ。 可以看出，３ 种土壤相对湿度生境下猪毛蒿的地上生物量均大于地下生物

量，且地下生物量随着地上生物量的增大而增加，两者间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０１）。 同样表明猪毛

蒿的地上和地下生物量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权衡。
２．６　 猪毛蒿生物量的权衡

土壤相对湿度＜３０％生境下猪毛蒿单个头状花序平均重量为 ０．７９１ ｇ，３０％—４０％生境下单个头状花序平

均重量为 ０．７８１ ｇ，＞４０％生境下为 ０．６３６ ｇ，不同土壤相对湿度生境下的单个头状花序重量间均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从图 ７ 中可以看出，猪毛蒿单个头状花序重量与个体大小间呈正相关关系，但相关性不显著（Ｐ＞
０．０５）。 单个头状花序重量与单株头状花序数量间呈负相关关系，同样未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说明单个

头状花序重量并不随着个体大小和头状花序数量的增加而发生显著变化。

图 ７　 单个头状花序重量与个体大小、每株头状花序数量的线性回归关系

Ｆｉｇ．７　 Ｌｉｎｅ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ｕｌｕｍ ｍａｓ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ｕｌｕｍ ｎｕｍｂｅｒ

３　 结论与讨论

植物表型可塑性 Ｂｒａｄｓｈａｗ⁃Ｓｕｌｔａｎ 效应理论［３２］认为，植物体某些关键表型特征的相对稳定性是以另外一

些特征可塑性的升高为代价的，前者一般而言与植物适合度的关系更为紧密。 本文研究结果为该理论提供了

实验证据，猪毛蒿的根冠比、单个头状花序重量、繁殖阈值特征不受其他表型特征的影响，均表现出相对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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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而其他表型特征则对土壤水分状况表现出明显的可塑性。 此外，大量研究已经发现，花的数量和大小之

间存在权衡关系［３３］，但也有学者研究发现 Ａｍｐｈｉｂｒｏｍｕｓ ｓｃａｂｒｉｖａｌｖｉｓ 的这种权衡未被有力证明［３４］，本研究对猪

毛蒿的研究结果同样发现，单株头状花序的数量和单个头状花序的重量间虽然呈负相关关系，但未达到显著

水平（Ｐ＞０．０５）。 因此，花数量和大小间的权衡关系在不同研究目标植物间是有差异的。
生态学之所以被称为“自然的经济学”，原因之一在于它将资源投入与分配及其收益之间的权衡作为理

解自然界各种生物学特征及适应进化的基础［３５］。 植物在其生长和发育过程中增加对根生物量的投入，保证

了植株随个体大小的增长而不断增加的养分和水分需求［３６］。 也有研究发现，生物量的分配随着生育期而发

生变化，叶生物量分配在幼年阶段较高，而在成熟阶段会减小［３７］，主要是植物在不同时期会动态调整生物量

的分配以利于自身在有限资源条件下的生长和生存，即异速生长［３１］。 本研究中，平均地下生物量（０．９４ ｇ ／
株）较地上生物量小（７．３２ ｇ ／株），这可能是在生长后期，猪毛蒿将营养物质尽量投入到繁殖生长，以保证后代

的延续。 从所处的生境来看，在土壤相对湿度高的条件下（土壤相对湿度＞４０％），猪毛蒿地下生物量相对较

多（３．５１ ｇ ／株），以提供生长所需要的营养，同时可以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地上部分的生长（３０．７９ ｇ ／株），因此

整株生物量较大，这可以保证其在光照、空间、养分等方面的竞争力。
猪毛蒿株高、茎粗、根长、根重以及地上生物量均表现出随土壤相对湿度的增大而增加，表明水分条件对

于猪毛蒿的生物量积累是至关重要的。 当土壤相对湿度高时，相对资源水平和环境容量也高，猪毛蒿植株的

生长旺盛，在充分利用有限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种群扩张，以占据更为有利的生境；当土壤相对湿度低时，由于

资源的限制，土壤中可用水量减少会引起叶内水分含量下降，从而减慢光合速率，进而导致生物量积累的下

降［３８］。 由此可以预测，荒漠草原猪毛蒿在土壤相对湿度较好的立地比土壤相对湿度较差的立地、降雨量多的

年份会比降雨少的年份产生更高的生物量，这对于猪毛蒿的防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随着进化⁃发育生物学的兴起，使得表型变异产生的发育过程和分子机制研究成为热点，表型可塑性的生

态－进化学意义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２３］。 此外，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可塑性响应都是一个动态过程，目前

关于面对环境变化时种群可塑性动态及其对群落贡献的研究很少，还需要关于可塑性与物种当代或多代的生

境适应、物种交互作用等问题之间关系的广泛研究［３９］。 以上涉及的内容和方向都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和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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